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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和参数讨论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形象思维和参数讨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魏晓威*
摘 要：本文根据霍姆斯提出的建立心理翻译学的构想，试对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形象思维这一心理活动进行描述性的阐述，认为译者的情节性记忆、移情想象能力、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翻译的目的构成影响译者进行形象思维的几个变量参数。通过建立文学翻译过程中形象思维的规则与参数系统，便于客观地解释和预测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性语言的翻译过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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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72年，霍姆斯在他的翻译构想中提出，描写翻译研究包括三种：(1) 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2) 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3) 功能导向研究(function－oriented)。其中过程导向研究以译者的翻译行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原文到译文，译者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活动？译者那个小小的“黑匣子”怎样运作？同一部作品，经不同译者之手为何会产出不同的译作？有哪些因素如何影响译者翻译时的心理运作呢？由于人类对于人脑本身的内部构造以及各部分的运作规律还知之甚少，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还留有很大的空白。霍姆斯认为，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也许有一天翻译“黑匣”之迷可以解开。到那时，就有可能出现心理翻译学(psycho－translation studies)的分支。文学翻译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文学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大量使用形象语言、突显语言的意象以及运用典型形象来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阐述深刻的人生哲理。因此要研究文学翻译的心理活动，就有必要研究译者的形象思维。在霍姆斯看来，现代翻译学实质上是以经验为根据的学科，其目标有二：(1)描写客观翻译现象；(2)建立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的原则和参数体系(张美芳，2001：19)。研究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过程同样可以遵循这样的方法。首先描写译者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然后对译者的翻译活动进行解释和预测，即对翻译的过程进行参数探讨，力求客观地解释翻译现象。

2. 文学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

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语际转换活动，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译者的基本思维模式包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其中抽象思维以概念为细胞，而形象思维以意象为主要形式(钱学森，397)。译者运用抽象思维对源语文本进行词汇、句法、语义及语用分析，把握原文的语义信息，再按照目的语的相应规则对语言进行重新组合。但作为文学翻译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往往含有大量的形象性语言，具有丰富的意象性。单纯依赖以概念为思维细胞的抽象思维难以准确而全面地领略原作蕴含于意象中的意境或理趣，也就更谈不上通过译文再现原文的审美价值了。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就不得不将形象思维作为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来弥补抽象思维在处理形象语言方面的不足。例如关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曾出现多种版本的英译文，其中“江山如画” 一句被分别译为“fair as a painting”，“make a vivid picture”，“a picture of rivers and mountains”等。从语法和语义的角度说，上述译文都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言语信息。但正如朱纯深先生所指出的，虽然“江山如画”沿用至今已经成为套语，但作为译者，还是应该深究一下“画”的含义，是否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英文中的“painting”或“picture”呢？“在这里至少不应该是纤巧细腻的工笔山水，而是恢弘壮阔的写意山水吧。”因此他将这一句译为“What a glorious sweep of land”。显然，朱先生在思考翻译的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形象思维手段，准确地把握住了原文的潜在意象，从而在译文中完美地体现了苏轼诗中所具有的宏大气势。

根据思维凭借物的不同，思维分为动作思维(有时称作操作性思维)、抽象思维(有时称作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有时称作直觉思维或灵感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指与以概念为思维细胞材料的抽象思维相对的一切不脱离具体感觉材料音、色、形、线等组成的具象化综合立体思维。形象思维以形象感觉和形象知觉为思维的材料，它是“浮想联翩”――自始至终都不断地有较清晰、较具体的形象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形象思维过程从形象化语言的输入开始，经过对源语文本中的形象性语言进行严格的词义、句法、语义、语用及文体分析，形成形象化语言对应的心理图像，通过对心理图像的加工整理，再根据译入语的相应语法规则，将加工过的心理图像重新表现为译入语中的形象化语言。译者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最大区别表现为在形象思维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较为清晰的形象的活动。在译者的词汇搜索过程中，抽象思维表现为词汇与意义的对应，而形象思维则表现为词汇与图像的对应；在对信息图像的处理过程中，抽象思维的心理图像表现为抽象意义的集合，而形象思维的心理图像则表现为具体形象的集合或完整的图景。

3. 参数讨论

文学翻译是一种判断和选择的艺术(杨武能，265)。 每个环节译者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个体是一个变量参数(何元建，1999：111)。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影响译者用形象思维进行思考的因素主要出现在三个环节：译者在理解原文过程中的词汇搜索(lexical search)、译者对于语义表现(semantic search)的处理以及译者在目的语表达过程中的词汇搜索(lexical search)。就译者的形象思维而言，词汇搜索机制实现词汇与具体形象间的对应，词汇对应的具体形象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元素；语义表象表现为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形象性语言形成的心理图像，译者对心理图像的处理实现译者根据翻译目的和个人个性对于原文心理形象所作的调整，是译者形象思维的中心环节，也是译者的主观性表现得最突出的环节。通过对这三个环节的仔细研究便可以发现译者形象思维的一些规律。

3.1词汇搜索过程的参数讨论

在详细说明词汇搜索过程的变量参数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个例子：

“I have no pity! I have no pity! The more the worms writhe, the more I yearn to crush out their entrails! It is a moral teething, and I grind with greater energy,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of pain.”

                                            (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Chapter 14)

“我没有怜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是扭动，我越想挤出它们的内脏！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出牙！它越是痛，我就越要使劲磨。” 

                                                                      (杨苡 译)

“我才不讲怜悯呢！我才不讲怜悯呢！虫子越是扭动，我就越恨不得挤出它们的内脏！这种心理作用，就像出牙一样，越觉得痛，我就磨得越起劲。”

                                                                     (孙致礼 译)

原文句中一段十分显著的形象化语言是“moral teething”，这个短语虽然理解起来并不难，但由于原文并没有直接使用简单具体的形象化语言，而是运用了精神层面的“moral”与表示成长的“teething”的异常搭配，因此要生动地传译出这段形象语言的确有一定的难度。上述两种译文在对这个短语的处理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第一种杨译几乎是字面对译，译成“精神上的出牙”。由于这种搭配在中文里十分陌生，译文读者很可能由于读不懂译文而无法形象地想象主人公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孙译将此段译成“这种心理作用，像出牙一样”则可称得上丝丝入扣，将原作者的巧妙用心尽现于译文中，即指明“moral teething”描述的是一种“心理作用”，又再现了原文“出牙”的形象，给译文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以便他们根据各自的经历体会主人公复杂的心理纠葛。比较这两种译文，两位译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读到形象语言时是否能将这种语言转化成脑海中的形象，也就是在词汇搜索中建立词汇与形象的对应。至于译者能否建立词汇与形象的对应，以及译者建立怎样地形象与词汇的对应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译者的记忆，二是译者的移情想象能力和倾向，这两个因素也构成了决定译者形象思维情况的两个重要参数。

译者的记忆的结构和内容决定了译者形象思维的内容。1986年美国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心理学教授David Carrol在《语言心理学》(Psychology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出人脑的信息处理模型(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的同时也给出了人脑记忆的结构状况。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指的是人的永久记忆(permanent memory)，永久记忆中的信息又分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节性记忆(episodic memory)。情节性记忆指的是具体的事实，语义记忆则是概括和抽象了的知识。这些信息以命题的形式，组成一个网络，有时还伴以视觉、听觉或其它形象。人脑永久记忆中的词汇知识的组织被称为“心理词汇” (mental lexicon)或“内部词汇” (internal lexicon)。事实上，在词汇搜索这一环节中，译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就表现为译者大脑在永久记忆内部建立心理词汇与永久记忆中的其它内容的对应。同时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语义记忆与情节性记忆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语义记忆与情节性记忆表现为抽象到具体的对应关系。而要建立词汇与具体形象之间的对应，主要靠译者永久记忆中丰富的情节性记忆，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影响译者形象思维的记忆特指译者的情节性记忆。在上文举出的例子中，形成“moral teething”的心理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本人关于“teething”的情节性记忆，译者若缺乏对于儿时“出牙”的情节性记忆或相关的情节性记忆不深刻，则不能在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中形成原作者意指的“矛盾心理”的图像，这样要将原文形象生动传译也就无从谈起了。

影响译者形象思维过程中词汇与形象对应的另一个参数是译者的移情想象能力或倾向。翻译中的移情指译者的主观感情投入，即把原本是译者的情感外射或感入到物的身上去，使这些情感也为外在事物所有。通过译者的移情想象，译者将自己移入到文学作品当中，那么译者就会把作品描述的情况想象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这样译者便会建立内部词汇与自身情节性记忆间最大限度的联系。同时，文学之所以称其为文学，是因为它具有审美或诗学功能即文学语言的诗学性，这决定了文学语言本身也是审美对象，因而在文学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前景化(foregrounding)特征，言语行为越一目了然，处理时所付出的意识性也就越低，前景化愈甚，意识性愈强(王东风，2001：43-44)。文学翻译的译者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前景化较甚的形象化语言，这时译者只有充分移情才能较好地完成词句与具体形象之间的联想，在翻译中不失原文神韵。朱纯深先生将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中的“但长风浩浩送中秋？”一句译为“only that generous wind escorts you to deliver the festivity?”在解释为什么将“长风浩浩”译为“generous wind”而不是“strong wind”时，朱先生指出，虽然“浩浩”一词可以理解为很现实的“风势强劲”，但就整首词来说，“长风”所送的是千古以来象征“怨妇”形象的明月，因此和阴柔的月亮相比，“长风送月”是可以读出一种浩然的阳刚之气。显然，译者是将自己充分投入到原作当中，建立了内部词汇与情节性记忆的联系，以“generous”一词来表现自己记忆中的绅士和骑士形象，从而作到了深入理解原文，尽现原文之妙。

形象思维过程中，译者的记忆及移情想象的能力或倾向这两个参数主要与译者自身的素质有关，通常说来对于某一固定的译者来说在同一时期是相对稳定的。这两个参数对形象思维作用所产生的译文效果往往是个别的、不显著的，产生的影响主要在翻译质量的层面上。

3.2心理图像处理过程的参数讨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Bell提出译者对心理图像的处理过程表现为两个步骤：一是对构成心理图像的计划(planner)；二是对分散的具体形象的组织编排(idea organizer)。这两个步骤都可能造成对原文形象的调整和篡改。

首先译者构成心理图像的计划(planner)，及其在构成心理图像前的期望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带着不同的期望去进行形象思维会得到不同的心理形象。译者的翻译过程间接受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也就是说历史文化背景也构成译者形象思维的一个参数。因为翻译的成果必须受到社会接受力（social acceptability）的检验。所谓“社会接受力”，指一定时期的文风时尚、社会的约定俗成机制以及基本读者群（接受者）的知识判断力与审美标准(刘宓庆，1999:53)。社会接受力决定着译者进行形象思维的期待，而抱着这样先入为主的想法对形象进行想象和组织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这一点在中国晚清时期的翻译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随着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兴起和高涨，旧有的道德思想逐渐解体，活跃者如康梁等人宣扬人性平等，甚至设想了“一个消灭阶级、废除家庭、没有任何天然或人为束缚的绝对独立自由的个人的志愿结合”的“大同世界”。但是，由于旧有文化的积习很深，近代知识分子并不能凌空蹈虚，完全脱离其束缚。中国传统的突出群体意识、推崇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近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中依旧占主导地位，这些都限制了读者群落对外国文学作品接受的期待视域。于是当时的很多翻译作品中，译者囿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和陈旧的思想，往往把正常的亲子之爱和人类情感附会成“忠”、“孝”，并和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联系起来，例如林纾称英国作家倭尔吞著《深谷美人》中的妇道“所难者，叙马佐里之慎守礼防，孝其寡母，事其羸姐，导其弱妹，抚恤孤幼，力崇节俭，茹百苦而安义命，罢四肢而勤职役，一生安贫信道之心，使人归仰不已。” (见崔丽芳，2000: 50) 林纾在勾画译文的形象时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完全用中国的形象代替了原文的形象，以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国情。

其次，译者在对分散的具体形象的组织编排(idea organizer)过程中会根据翻译的目的对心理形象进行删改。翻译的目的应该作为影响译者形象思维的一个参数来考虑。翻译的目的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译文有特定的读者群，那么译者将不得不根据这些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另一种是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体系中预期的地位和功能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

对于有特定读者群的文学作品，译者往往在翻译过程中照顾读者的需要，有时就难免要对原文的形象进行删改。比如儿童文学，针对性极强，而儿童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读者群体，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有限，因此对于儿童来说，形象思维尤为重要。当儿童文学作品中出现文字游戏或意义复杂的形象时，译者就不得不根据儿童的理解能力进行改动。例如，

“I beg your pardon,” said Alice very humbly, “you had got to the fifth bend, I think.”

“I had not!” cried the mouse, sharply and very angrily.

“A knot?” said Alice, always ready to make herself useful, and looking anxiously about her. “Oh, do let me help to undo it!”

                                 (Lewis Carro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Chapter 3)

“请原谅，”爱丽斯很恭顺地说，“我想你是讲到第五个拐弯的地方吧？”

“我还没到！”耗子生气地尖声说道。

“打了一个结！”爱丽斯说，她总是乐于帮助别人，所以焦急地看着周围。“啊，让我帮你把它解开！”

                                                                     (陈复庵 译)

“对不住，对不住。你说到了第五个弯弯儿嘞，不是吗？”

那老鼠很凶很怒道：“我还没有到。”

爱丽斯道：“你没有刀吗？让我给你找一把罢！”

                                                                     (赵元任 译)

“knot”与“not”同音，这在原文中是一个文字游戏。但是对于儿童的理解力来说，译文如照字面直接翻译，儿童恐怕是无法理解的，通常在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中，译者在这种情况下多半会加注解释，但是这种方法对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显然是不适用的。这样，最合适的办法只能是译者在对心理形象进行处理时，根据读者的情况改动原来的形象。上面第二种译法巧妙地将“knot”的形象进行改动，取“到”和“刀”两个字的谐音，既符合儿童的阅读能力，又保存了原文的趣味，可谓两全其美。

Toury (1995:13)提出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体系中预期的地位及功能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译文与原文关联关系。因此，在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中，译者也会不自觉地，甚至是刻意地篡改原文的形象，以满足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功能。这一点在介绍文学样式以及为政治或革命目的而进行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庞德把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译成英文，最后加了原诗所没有的一行：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庞德1915年在《诗刊》上著文指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推动力。”很显然，庞德译中国诗是为了推动当时西方的新诗运动，以介绍中国诗善用意象的写意手法为目的。译诗在西方文化体系的功能应是作为他所倡导的新诗的典范，因此在翻译时，庞德并不强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或是某些词意义的忠实，而是重视诗的节奏、意象和变化。这样在他的形象思维中，就难免有大量改动原文形象的情况。上面举例中，他把汉武帝宠妃的阴魂比作一片依恋门槛的湿树叶，结果这首诗成了意象诗的名作。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一文中谈到法国的纪德、美国的庞德等人说：“他们的译作是好的作品，丰富了各自的本国文学。庞德的译作也许并不算忠实的翻译，却是无可争议的英文好诗。”

形象思维过程中，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这两个参数往往与译者自身素质并不相关，而更多的取决于翻译当时的时代和文化的特殊背景，因此这两个参数对形象思维作用所产生的译文效果往往是普遍的、显著的，而这种影响很可能决定译文的社会功能。

4. 结 语

杨自俭教授在《翻译新论》中提出：“今后的研究应重点探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各类文体翻译中的规律，深入研究推理论证结构和描述显象结构的特征和形成规律”。对于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过程及影响其运作的参数的深入研究，将为研究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开辟新的领域，从而有助于揭示翻译艺术的本质和规律。

参考文献:

1．Bell, Roger T., 199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New York: Longman. 
2．Carrol, D. W., 2000, Psychology of Language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Holmes, James, 1988,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Hol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 Rodopo. 
4．Lorscher, Wolfgang, 1990,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 Psychological Investigation [M]. Tubingen: Narr. 
5．Toury, Gideon,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6．崔丽芳，2000，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J]，南开学报（3）.47-52。

7．何元建，1999, 翻译过程的原则与参数理论探讨[J]，翻译学报，No.3 97-113。

8．刘宓庆，1999，当代翻译理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9．钱学森，1986，关于思维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97。

10．王东风，2001， 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J]，中国翻译，(5) 43-48。

11．杨武能，1998，尴尬与自如 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漫说[A]，许钧.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62-272。

12．杨自俭，1994，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5。

13．张美芳，2001, 中西译学构想比较[J]，中国翻译，(1). 17-12。

14．朱纯深，宋词英译2002,中国翻译（2）[J]，(3) 92-93。

(责任编辑：郑茜、曹正波、李芳芳、王清)












































































































































































*魏晓威(1979- )，汉族，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教，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讯地址：河南省洛阳市036信箱30号分箱，邮政编码：471003；电话：（0379）4561180；E-mail: � HYPERLINK "mailto:iimmm@163.com" ��iimmm@163.com�.





34

1
38

